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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與「本土化」 

—顧臨、胡適及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1921-1937）
∗ 

胡 成
∗∗
 

摘 要 

在當下「全球在地化」的研究中，「在地化」與「本土化」是兩個頗

為重要的研究面相。就二十世紀中國而言，學術機構的「全球在地化」，

或者說「在地化」與「本土化」頗為成功的，當屬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旗

下的中華醫學基金會，及其重點資助和主持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本文的核

心問題，是期望通過梳理該會駐華代表的顧臨，與中國學者胡適之間的學

術交往，探討協和醫學院這樣一個在資金、學術和教育理念、管理模式，

以及相當部分教職員來自美國的東亞地區頂級醫學院，在其時中國是如何

「在地化」和「本土化」。本文的結論認為，如果著眼於百年來中國科學的

發展，值得稱道的當是倆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於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

使之對接當時正在萌芽的現代中國精深科學研究，以最大限度發揮其示

範、輻射和帶動效用。而這也正是百年來中國學術念茲在茲的矢志以求。 

關鍵詞：在地化、本土化、顧臨、胡適、北京協和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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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言 

1990 年代出現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化」 

（globalization）與「在地化」（localization）這兩個英文詞彙的組合，已是

當下跨國史、全球史研究中一個耳熟能詳的學術新概念。與「在地化」相

關的，還有一個「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概念。雖則，這兩個概念被

一些學者交替使用，但就學理角度來看，二者之間還是有微妙及關鍵性的

差異。前者，強調全球化（跨國）的在地進入；後者，則多關注本土的自

主與自立。
1 
這就像自 1492 年新航路開闢之後，原產於美洲的土豆、玉

米、辣椒、番茄等，在全球化進程中除得益於西班牙、葡萄牙遠洋船隊

引入的「在地化」之外；且還有諸多適應各地、各國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

準和文化傳統「本土化」的演變。
2 

由此反觀二十世紀中國的相關發展，如果枚舉學術教育機構「在地

化」與「本土化」最為成功的，就必須提及洛克菲勒基金會於 1914 年創

設的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又稱羅氏駐華醫社）。

至 1950 年退出中國事務之前，該會除了為在華基督教教會及國立、私立

大學，如燕京、東吳、金陵、清華、南開、中央以及雲南等大學提供資助

之外，他們還創辦和主持了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以下簡稱協和）。由於洛克菲勒家族是其時世界首富，短時間內

投入大量資金，能夠在歐美招攬最優秀人才，協和在 1930 年代初就被認

為是東亞地區設備最完善、治療條件最優渥、國際認可度最高的醫學精英

教育機構。
3 

1   汪琪編著，《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轉機與危機》（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2014），頁 14-17。 
2  （美）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著，鄭明萱譯，《哥倫布大

交換—492 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北京：中信集團，2018），頁 133-171。 

3   關於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以及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研究，請參見（美）

福梅齡（Mary E. Ferguson）著，閆海英、蔣育紅譯，《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和北京協

和醫學院》（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4），原文另見 China Medica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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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可以證明協和醫學精英教育之出類拔萃，是在今天中國大陸該校仍

然是最頂級的醫學精英教育的象牙之塔。尤其是在經歷了 1949 年之後的

各種殘酷的政治運動之後，以及置身於當下中共執政當局的「反美主義」

意識形態之中，不同於二十世紀以來美國人在華創辦的諸多高等教育機

構，如「燕京」、「金陵」、「東吳」等，當今都已湮沒不彰；唯有協和經歷

多次更名，包括「中國協和醫學院」（1951）、「中國醫學科學院」（1957）、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1959）、「中國首都醫科大學」（1985），仍於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恢復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原名。 

造就協和歷史地位的原因可能會有多方面，但如果僅就「在地化」與 

「本土化」的辦學理念來看，燕京、金陵等教會大學，猶如英美的 Liberal 

Arts college，四年制的本科教育，目標在於提升學生品味、氣質、格調和

風度的「博雅」教育，而非現代意義精深專業科學研究。協和的學生則須

經歷八年嚴格的專業訓練（三年預科、五年醫學專科，75 分才算及格）。

畢業後如果有幸留在協和任教，他 / 她通常會得到豐厚資助，前往歐美

最重要的醫學院校和研究所留學二至三年。這也使得協和培育了中國現代

科學醫學（scientifice medicine），或現代生物醫學（biomedical science）幾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 1914-1951 
(New York: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1970)；（美）約翰．齊默樂曼．鮑爾斯

（John Z. Bowers）著，蔣育紅、張麟、吳東譯，《中國宮殿裡的西方醫學》（北京：中

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4），原文另見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1951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72)；（美）

瑪麗．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著，張力軍、魏柯玲譯，《洛克菲勒基金

會與協和模式》（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4），原文另見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美）瑪麗．布朗．布洛克著，韓邦凱、魏柯玲

譯，《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原文另見 The oil prince’s
legacy: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張大慶，〈中國現代醫學初建時期的佈局—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影響〉，《自然

科學史研究》2009.2: 137-155；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杜麗紅，〈制度擴散與在地化—蘭安生（John

B. Grant）在北京的公共衛生試驗，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86(2014.12):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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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分支科系的奠基人、創始人及領軍人物。
4 

本文核心問題，是期望通過梳理曾擔任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在華代

表（Resident Director）、協和實際主管的美國人顧臨（Roger S. Greene, 

1881-1947），與後來擔任協和董事的胡適之間的學術互動，探討協和這

樣一個在資金、學術和教育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相當部分教職員來自美

國的醫學精英教育機構，在 1937 年前的中國是如何「在地化」與「本土

化」的？畢竟，其時協和在管理方面疊床架屋，權力運作頗為複雜。具體

説來，協和管理層有設在北平的校董事會（1929 年 4 月後華人成為多數）；

還有設在紐約，且全部由外國籍人士組成的中華醫學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

金會。 

在這三個決策機構之間的溝通、協商乃至博弈之下，作為推進協和醫

學精英教育「在地化」的顧臨及推進「本土化」的胡適，倆人如何交往，

迄今的中英文之相關研究中都沒有論及。重要的是，關於「在地化」與「本

土化」這兩個面相的互動，如果從最寬泛的設定出發，回顧以往中外關係、

文化交往，以及現代化變革等相關研究；在中文世界裡，似乎還要麼是外

人滿腔熱血地改造中國，要麼是國人孜孜不倦地學習西方；鮮少有將二者

置於具體微觀歷史場景（一所學校、一家醫院、一個企業、一座城市）之

中，細針密縷、觸緒生情地述説其時中外、華洋之間的攜手合作及互贏互

惠。所以，本文將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討。 

二、顧臨與胡適的私交及倆人對協和的期待 

顧臨於 1881 年出生在美國麻塞諸塞州的韋斯特伯勒（Westborough），

父親是最早一批前往日本的傳教士，後被明治政府聘為高等教育的顧問。

在日本長大的顧臨，家庭環境相對開放和自由。1901 年，顧臨畢業於哈佛

大學，獲得學士學位，翌年獲得碩士學位，此後擔任過美國駐里約熱內盧、

海參崴（Vladivostok）、長崎、神戶、大連、哈爾濱和漢口的領事、總領事

4   Hu Cheng and Jiang Yuhong, “ The Persistent ‘Ol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the

Mao Era,”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5(2018): 23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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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職。其時美國還只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權，此前很多駐華領事多由

略曉當地語言的商人兼任，
5 
顧臨可以説是美國第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

外交人士。 

顧臨通曉西班牙語、俄語、日語和漢語，是那個時代美國外交官中少

數熟悉東亞事務的國際法專家，並對中國有相當的同情。
6
 1910 年冬哈爾

濱鼠疫肆虐，清政府緊急派往該地主持防疫事務的伍連德，拜謁了俄、日、

英、法、美的五位領事。他得到的印象是：由於俄、日對東北都懷有強烈

的侵略野心，這兩個國家的領事雖願意幫助防疫，提出的舉措卻都帶有強

烈的政治性意向（appeared too politically-minded）。伍連德認為：英、法

兩國的領事則是目空一切地嘲笑中國官員處理事務的能力；唯獨時任美國

領事的顧臨相信中國政府能夠控制疫情，且理解中國正面對的巨大困難，

並表態將盡其所能地提供幫助。
7 

顧臨於 1914 年辭去漢口總領事，遂入職中華醫學基金會。其時他只

有 32 歲，之所以毅然離開前景看好的外交官崗位，原因有三：一是在東

亞外交事務的諸多方面，他與華盛頓國務院的官僚們意見不合而頗感壓

抑；二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出的薪水比任職外交官高出許多；第三是最重

要的，即出自傳教士家庭的拯救情結，顧臨一直矢志於中國、日本的現代

化，願意獻身於為推進中國文化和學術發展的人道主義事業。8 這當然與

胡適的理想頗為契合。倆人私交之密切，可見於胡適在 1920 年 9 月 4 日

的日記，稱顧臨來函托他為哥倫比亞大學物色一位中文教授。胡適的想法

是：「遂決計薦舉我自己，我實在想休息兩年了」。
9 

5 吳翎君，〈條約制度與清末美國在華商務的開展〉，收入氏著，《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

國的國際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25-68。 
6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8-31. 
7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TD, 1959), pp. 14-15. 
8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 30. 
9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3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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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9 月 14 日下午，胡適應邀代表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而

參加了中華醫學基金會在北京舉行的協和醫學院之開幕典禮。此次慶典

之隆重，參加之人除了聲名顯赫的洛克菲勒二世（John D. Rockefeller, Jr.）

之外，還有來自日本、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爪哇、朝鮮半島、菲律

賓、加拿大、法國和美國醫學界的頭面人物；英、美、法、日等國駐北京

公使，北洋政府相關部委的代表；在華教會醫務傳教士的代表；以及自

1917 年以來通過嚴格考試而被招收進協和的學生。四時整，六百餘人的

隊伍緩步前行在綠色琉璃瓦的宮殿屋頂之下，經過竣工不久、美麗壯觀的

解剖、生理、藥理實驗室、圖書館的古典式建築，魚貫進入當時在北京能

夠容納最多人數的東單三條胡同的協和禮堂。 

這場活動在世界醫學史上可以説空前的，因為當時全世界沒有一所醫

學院的開業典禮，能夠邀請到如此眾多來自各國的醫學權威、名流和外交

高官。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典禮極嚴肅，頗似歐美大學行畢業式時。是

日著學位制服參加列隊者，約有一百餘人，大多數皆博士服，歐洲各大學

之博士服更加濃麗壯觀。自有北京以來，不曾有這樣一個莊嚴儀式。（古

代朝服上朝，不知視此如何？）」
10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胡適還評論了來賓致詞。他認為代表北洋政府的

總統徐世昌，以及時任外交總長顏惠慶的演説，「尚可聽」。11 可以理解的

是，顏惠慶出生於基督徒家庭，在上海長大，1895 年赴美留學。他於 1900

年獲維吉尼亞大學的文學士學位。回國後任教於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接著

出使美國並擔任過清政府的外務部左丞，涉外歷練相當豐富。顏惠慶在致

詞中高調讚揚了中華醫學基金會資助的協和，認為將對中國醫學進步產生

重要影響，並預言華人「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科學的治療。」這與同樣留學

於美國的胡適，有頗多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之處。 

再可以看出胡適對協和未來發展的期待，是認為其醫學精英教育的 

「在地化」與「本土化」絕非回歸中國傳統。對於時任內務總長齊耀珊、

教育部代理總長馬鄰翼的致詞，胡適説：「就不成話了」。這可能由於齊耀
                                                                          

10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3 冊，頁 471。 
1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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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馬鄰翼沒有留學歐美的經歷，致詞中較多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意

義。尤其是中過舉人，僅在日本速成師範科公費留學一年的馬鄰翼，在致

詞中稱慈善醫療在中國漢代就已出現，歷史上的東西方醫學理論和實踐並

無多少不同。再讓胡適感到不可理喻的，是馬鄰翼期待協和「能夠同時運

用中國的哲學和西方的科學，發現新理論，為醫學事業做出偉大貢獻。」12 

對於洛克菲勒二世的致詞，胡適在這篇日記中的評價是「羅氏演説甚

好。」這份演説的主旨，是強調西方醫學應努力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

果，最終應由中國人接管，並使之成為國民生活的一部分。洛克菲勒二世

希望協和的未來發展，應朝向「即使不是所有教職員的職位都由中國人擔

任，其大多數職位，也要由中國人擔任。」或許，洛克菲勒二世是想減輕

經濟壓力而講這番話的。因為就創辦協和來看，基金會最初購買土地、修

建樓舍、添置設備、儀器和圖書的預算是一百萬美元。然而，開工之後受

到世界大戰的影響，匯率急劇浮動和原材料價格迅速攀升，最終基金會投

下了七百多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八千多萬美元）的鉅款，方才有了這樣

一個階段性成果。 

基金會高層曾猶豫再三，反復討論是否還要繼續這個燒錢太多的項

目；但考慮到既然已經投入，如果半途而廢就會使此前所有鉅額投入付之

東流，只能別無選擇地忍痛前行。正是鑑於經濟負擔過重，基金會原想在

上海再創辦一所醫學院的規劃，此時被無限期地予以擱置。所以，洛克菲

勒二世在這篇致詞演説中呼籲：雖然該校目前的經費，來源於創建機構的

撥款；但他期待有一天，「除了這項撥款和學費外，學校獲得的資助將如

同世界上其他國家類似級別的醫學院校一樣，源於中國人的捐贈及政府的

資助。」
13 

                                                                          

12  W. W. Yen, “Greeting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 Yao-San, 

“Greeting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a Lin-Yi, “Greeting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Addresses & Papers, Edu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ptember15-22, 1921 (Peking: PUMC, 1922), 
pp. 41-50. 

13  John D. Rockefeller, Jr., “Response for the Rockefeller Foundering,” in Addresses & 

Papers, Edu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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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外人的胡適，不太清楚中華醫學基金會的內部經濟困窘，可能只

是從國人自主主持醫學科學進步的期盼，充滿憧憬地解讀了洛克菲勒二世

的致詞演説。他在日記中還寫有「演説詞大概此間有人代他做的」。由於

沒有直接資料，胡適此時所寫在北平的大概「有人」究竟是誰，吾人雖不

能大膽推定這是既與胡適有密切交往，又前後左右地陪同洛克菲勒二世的

顧臨，卻可以説此致詞演説的主旨乃是他長期鼓吹的理念。不同於那個時

代擁有太多強烈種族優越感的在華白人，顧臨一直認為中國人能夠管好自

己的國家，並主張外來機構、外來事物應盡可能「在地化」與「本土化」。 

這還可追溯到顧臨擔任海參崴領事期間，一些美國商人面對俄國人的

蠻橫無理而束手無策；他則目睹德國商人在同樣惡劣條件下，由於熟悉當

地語言、風俗和習慣，仍然能夠大力開拓市場而取得不菲的經濟收益，故

大力主張美國商人盡可能地融入在地社會。後來顧臨到了大連、哈爾濱的

任上，又熱情鼓吹採行當地代理人制度的英美煙草公司（the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洛克菲勒旗下的美孚石油（Standard Oil of

New York），認為是美國公司在當時東北開拓市場商機的最成功典範。此

外，他還反對列強迫使中國政府任命更多外國人管理海關，認為這只會雇

傭一批懶散的洋人而白白耗費中國人的錢財。他相信中國人能自己管好海

關，並還可以減輕由於支付高薪而帶來的鉅額財政負擔。
14 

1905 年畢業於霍普金斯大學，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在 1921 至 1928 年期間擔任協和院長。他與顧臨的關係，

緊密無間，並也是胡適的好友。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了與胡恒德的多次交

往。1922 年 6 月 24 日晚上，胡適被邀請到時任北大英文系教授，也是北

平新聞評論人兼記者的柯樂文（Grover Clark）家的飯局，客人中有胡恒

德。胡適寫有：席上多愛談論的人，「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滿了，我們

更高談。」
15
 二天後，即 26 日一時，胡適應胡恒德之邀，專程去協和與

September 15-22, 1921, pp. 58-59. 
14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 34. 
15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3 冊，頁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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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共進午餐。陪同之人還有時任該校董事、董事會秘書的恩卜瑞（Edwin. R.  

Embree）。胡適寫道：「席後此君報告醫社的計畫與進行，他們有三大計畫：

(1)研究，求醫學的新發明；(2)教育，訓練醫學人才；(3)傳播醫學知識。」16 

再至 1924 年 5 月 21 日，胡適因為一年假期而前往上海、杭州等地，

直到 11 月 30 日返回北京。在這段期間裡，他與胡恒德就協和未來十年發

展規劃進行了數次交談。胡適表示中國人歡迎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因為

該校顯而易見地提供了非常卓越的教學和科學標準。胡適還稱讚協和對中

國雇員沒有種族歧視，並對宗教事務抱有頗為寬大的態度（沒有強迫性的

宗教課程）。再對今後十年的發展規劃，胡適建議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應

擴大對古代東方藥物的研究，強調不僅僅因為這項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

義，且還可以將之作為一個工具，「在醫學中把東方和西方、科學與實證

論聯結起來。」
17 

順著這一敘述面向，吾人或可將目光延伸至 1930 年代，洛克菲勒基

金會開始資助美國的遠東研究。胡適雖表示大力支持，感到遺憾的卻是，

該基金會資助的一批美國漢學研究者，中文能力太差而在中國研讀時間太

短。胡適建議基金會加大投入，一次性地提供四年、五年或更長時間的獎

學金，讓那些矢志漢學的美國年輕人在有學問的中國教授指導下，接受一

些關於文獻書目資料的基本訓練，以使他們返回美國之後能夠擔任那些領

導性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化和藝術系科的主任。
18 

就其效果來看，胡適的呼籲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回應。1938年的

基金會年度報告，談及該年度將給哥倫比亞、芝加哥、康乃爾、普林斯頓

等大學的遠東研究提供大筆資助時，報告舉出了時任駐美大使胡適最近的

一次講話。胡適稱：「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文化關係，擁有比炮艦更為有效

                                                                          

16  同上註，頁 708。 
17  “Houghton to Greene, Ten-Year Program, February 5, 1925”，「文書檔案」（北京：北京

協和醫學院檔案室藏），數位索卷號 0170。 
18  “Hu Shi to Greene, May 23, 1933”，「外國人人事檔案」（北京：北京協和醫學院檔案

室藏），數位索卷號 0702；Selskar M. Gunn, “China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anuary 23, 1934, Shanghai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Collection Number: YY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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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久的影響」，這份年度報告接著説在此認識之上，很少有人會不同意，

國家間的友好關係是建立在智慧地理解雙方所做出的貢獻，即每一方對另

一方都能夠做的貢獻。基金會因而不應忽略與在地文化相互交流、進一步

融匯的價值。
19 

三、胡適當選董事及顧臨為北大爭取經費 

1928 年 2 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私立學校校董會條例》，規定在華

外國人主持的私立學校，外國人充任董事人數不得過半，董事會主席須由

在地的中國人擔任。協和董事會成立於 1915 年，十三位董事中有六位來

自於 1906 年最初創辦該校的六個教會的外籍人士，另外七位是由中華醫

學基金會任命的美國人。後來協和增加了一位國人董事，即曾擔任過清華

校長（1913-1918年），此時擔任的是負責協調處理美國庚子賠款的中華文

化教育基金會委員會總幹事的周詒春。 

按照國民政府的法令，外國的私立大學如果要進行登記註冊，須先在

董事會中大幅增加在地中國人之人數。這讓其時擔任代理校長的顧臨感到

頗為棘手。因為協和章程規定十三人的董事會，如果增加六位在地華人，

意味著相同數量的原任外籍董事必須辭職。在討論協商過程中，中華醫學

基金會的人倒挺爽快，教會之人則不很情願。顧臨後來談及做其中兩位教

會人士的工作時，説：「他們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如果硬行勸其離職，

會顯得沒有禮貌。」
20 

1929 年 4 月 10 日，協和董事會年會在紐約召開。會議通過了更換校

董事會成員，增加在地華人人數的決議。與會者接著對繼任董事人選進行

了討論和投票，胡適的提名遭到了美國長老會代表布朗（Arthur J . Brown）

的質疑而未獲通過。原因在於當被問及對胡適的印象時，布朗心存芥蒂的

是兩年前胡適刊發在《論壇》（Forum）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
                                                                          

19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1938 (Sleepy Hollow, NY: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hereafter cited in text as RAC)), p. 56, http://assets.rockefellerfoundation.org/app/ 

uploads/20150530122134/Annual-Report-1938.pdf (2019.4.24 Online search). 
20  “Greene to Hawkins, September 26, 1929”，「外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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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開宗明義地指

出：隨著中國開始現代化，「基督教在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成為一個問題」。 

胡適稱在華教會傳教最有用的部分，是將現代文明引入中國而非傳播

福音—即創辦醫院、學校、反對鴉片貿易等文明開化，並使中國民眾開

始有了國家意識，興起了民族主義思潮。胡適的結論是：中國傳統的道家、

儒家，提供了關於普遍主義和虛無主義，以及不可知之論的文化背景，致

使此時到處爆發了反基督教運動。這對於天生就是異教徒的中國民眾來

説，教會原來想像的「『基督征服中國』（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看

上去已經煙消雲散—也許會永遠如此。」
21 
的確，胡適在此時的日記

中也多次記載了自已對傳教的基本看法，即「我們所希望的，乃是羅克

斐洛駐華醫社的一種運動，專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貢獻給我們，不要含傳

教性質。」
22 

布朗在當時的美國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會人士，被稱之為「傳教士政

治家」（missionary statesman）。他年輕時曾在全美傳教，後來到世界各國

遊歷，考察傳教事務。1915 年他就已經被選為協和董事，到過中國及其

他許多亞洲國家，並就中國的考察寫了十七冊日記。在此次關於增設在地

華人董事的會議上，布朗説印象中的胡適這篇文章，雖不是對在華傳教士

及其工作充滿敵意，但仍然覺得持有這種看法之人，不應當是協和這一既

要傳播科學，又須堅持基督教教義目標的醫學教育機構之理想董事。 

至於説起布朗之所以對協和的傳教情有獨鍾，那還得追溯到 1914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與最初創辦北京協和醫學堂的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等六個

基督教差會談判收購時，洛克菲勒二世承諾協和的發展要與教會保持長久

的合作關係。他保證該校在招募教職員時，除了科學能力之外，還會考慮

其人是否擁有基督教「最高尚的理想」。洛克菲勒二世後來還多次鄭重保

證：「我們非常贊同傳教士的精神和出發點，在不違背醫學院之目標，即

最高科學水準和最優質醫院服務的前提之下，希望盡己所能，把傳教精神
                                                                          

21  Hu Shih, “China and Christianity,” Forum 78:1(1927.7): 1-2. 
2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3 冊，頁 47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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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光大。」
23
 所以，布朗在此次會議上義正辭嚴地援引洛克菲勒二世的

承諾，提醒董事會成員對此要有特別的重視，稱胡適「用這種方式理解現

代醫學之人，將不會被董事會視作應當被尊重的一位成員。」
24 

在這次會議結束之後，顧臨私下做了説服和溝通工作。兩天之後（4

月 12 日）他收到布朗的信函。布朗説如果在會議上沒有被直接問及，他

不會談論胡適博士的。好在，他已經注意到胡適對在華傳教還有贊許和認

可，故願意接受顧臨對其能力的判斷，並表態將在下次董事會上「不會投

票反對他」。
25
 4 月 17 日，顧臨回信表示感謝，稱同意布朗的説法，即如

果僅從這篇文章來看，讀過的最初印象肯定是不佳的，但需要為胡適辯解

的是，其抨擊的是基督教機構的某些不利影響，而非基督教教義本身。顧

臨説：「我非常欣賞您對此事心胸寬大的包容態度。」
26 

當然，顧臨力挺胡適，並非僅僅出於個人情感，這應當是協和管理層

的一致看法。如 1925 年 2 月，胡恒德撰寫與胡適在上海交談的備忘錄中，

稱胡適向有勇敢、真誠和坦率之聲望，且不吹毛求疵和尖厲刻薄，是中國

年輕一代知識界中最充滿活力的領導人。胡恒德還説他雖不是基督徒，卻

沒有什麼反基督教的情結，或強烈的民族主義。胡適從不排外和抵制西方

文化，儘管不是科學家，卻受到關於哲學研究的科學訓練。胡恒德在信函

中最後強調：胡適雖然與很多協和人相識，「卻與協和沒有任何利益關係

和聯結。」
27 

回到北京之後的顧臨，於 7 月 5 日主持召開了協和新一屆董事會，主

要是在地華人董事們的參加。在寫給紐約總部的報告中，顧臨説按照紐約

的習慣，會議對所有需要討論的事項經過了認真準備，開得非常成功。再

讓顧臨感到滿意的，是與會者對討論事項充滿了興趣，且於中國各方消息

頗為靈通，故相信這屆董事會將會比其前任能更有效地處理當地事務。顧
                                                                          

23 （美）約翰．齊默樂曼．鮑爾斯，《中國宮殿裡的西方醫學》，頁 74。 
24  “Arthur J. Brown to Greene, April 12, 1929”，「中國人人事檔案」（北京：北京協和醫

學院檔案室藏），數位索卷號 1352。 
25  “Arthur J. Brown to Greene, April 12, 1929”，同上註。 
26  “Greene to Doctor Brown, April 17, 1929”，同上註。 
27  “Ten-Year Program, February 5, 1925”，「外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0179。 



胡  成∕「在地化」與「本土化」—顧臨、胡適及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1921-1937） 

 

275 

臨還報告説就如何保持協和的基督教特質，他沒有什麼更多的建議；而就

什麼是科學，這次董事會也沒有達成一致的看法。至於在此次會議上，胡

適何以被全票通過為董事，顧臨解釋説是由周貽春提名，羅炳生（E.C. 

Lobenstine）連署的。 

需要稍做説明的是，羅炳生與布朗同屬美國長老會，時任在華影響最

大的中華續行委員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總幹事，負責協

調各差會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和教育事務。顧臨説羅炳生的看法是：胡適幾

次被邀請擔任基督教教育委員會（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顧

問，出席過委員會的會議，並作為朋友而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見解。羅炳生

把胡適「描繪成為對當下中國社會邪惡的勇敢批評者。」28 

胡適當選董事之後，協和正著手籌辦在教育部的登記註冊之事。這本

是國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後，收回教育主權的一項重要舉措；此時卻正值民

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有些地區發酵而演化成聲勢浩大的排外騷動。頗有

影響的一個事件，是 1926 年 11 月北伐軍進入長沙，儘管該地的湘雅醫

學院早已由中國人接手，由於最初為美國醫務傳教士胡美（Edward Hicks 

Hume）利用耶魯資源創辦，再以一批外籍教授在該校任教，遭到激憤民

眾暴力衝擊而不得不被迫關閉。 

雖則，此時美國的在華教育機構擁有治外法權，但面對層出不窮的類

似事件，美國外交官表示無力一一進行干預。1928 年 11 月，美國駐華

公使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致函美國國務院，稱當時的排外事

件不同於其先前的經驗和判斷，國民政府的官員們對於宣示主權和控制外

人，有著愈來愈多的熱情。這些官員中有的人，過去微不足道，或不具備

擔當該項職務的實際能力，魯莽地行使此時忽然擁有的權力，全然不顧外

國人的權益，及將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馬慕瑞沮喪地説：鑑於中

央政府僅僅名義上控制了一些省份，使館及領事們要想實際維持美國利

益，「不僅十分困難，且幾乎不可能。」
29 

                                                                          

28  “Greene to Richard M. Pearce, 6 June, 1929,” China Medical Board, Inc, Historical 
Record (Sleepy Hollow, NY: RAC) , RG. IV2B9, Box 124, Folder 899. 

29  “[T]he Minister in China (J. V. 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1742, 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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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6 月，國民政府掌控北京之後，不斷敦促協和儘快註冊登記。

1929 年 4 月，顧臨向紐約總部報告説：如果置之不理，勢必會激怒當局，

致使其多年來與當政者的良好關係毀於一旦，進而傷害到協和期望將來影

響政府醫學教育的遠景規劃；如果同意註冊，雖然會得到當局承認，申請

免稅進口醫療設備、藥品等；但意味著放棄治外法權，服從中國政府的管

轄。 

顧臨需要請示紐約總部的是：如果登記註冊的話，協和將修改曾在紐

約州立大學註冊時的章程，內容包括將名稱「北京協和醫學院」改成「北

平協和醫學院」，並將中國董事人數再增至董事會的三分之二。
30
 9 月 16

日，顧臨致函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問能否前來北平參加討論

修改原有章程的董事會會議，以便能夠通過教育部的登記註冊。四天之

後（20 日），胡適回復顧臨，説他近來與教育部長蔣夢麟交談多次，印象

是關於協和這樣學校的登記註冊只是過一個手續。胡適的解釋是：當局認

定需要認真登記註冊的，是像他擔任校長的那類新成立的私立大學。 

胡適在這封信中還表示，如果顧臨想要瞭解進一步的資訊，以及政府

對協和的態度，他願意致函蔣部長來溝通此事。9 月 24 日，顧臨致函胡

適，説很感謝他的情況通報，稱自己也經常通過時任協和校長，大多時間

在南京的衛生署次長劉瑞恒與蔣部長聯繫，以更好瞭解國民政府對待外國

在華私立教育機構的態度。
31
 1930 年 1 月 31 日，返回北平的胡適參加了

協和董事會，討論修改章程和註冊登記等事項，會上的感受是「這讓協和

很為難」。
32
 5 月 21 日，教育部批復協和的登記註冊，該校成為被中國政

                                                                                                                           
November 8, 1928,”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8, 

Vol. II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Cent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1960), pp. 573-574. 
30  “Minutes of meeting, Board of Trustees, April 10, 1929,” M. K. Eggleston, “R.S. Greene, 

May 1, 1929,” “Dietrich, PUMC, Apr-June 1929,” China Medical Board, Inc, Historical 
Record, RG. IV2B9, Box 44, Folder 310. 

31  “Greene to Doctor Hu, September 16, 1929”，“Hu Shi to Greene, September 20, 1929”，

“Greene to Doctor Hu, September 24, 1929”，「外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0179。 
3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5 冊，頁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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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認可的私立大學。 

對這些註冊登記過的外國大學，胡適就像看待教會大學的燕京，認為

校長由國人擔任，且不再以傳教為目的，還已經招收和培養中國學生，重

視中國的文史教學，故應受到中國政府、當地社會給予中國大學那樣同等

的財政補貼和捐贈。
33
 他敦促中華醫學基金會、協和當盡可能地在教學目

標和課程設置方面，最大程度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以便更多得到來自中

國政府的優惠。一個具體例子，是胡適注意到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將英文

作為工作和教學語言，常常被中國政府和社會批評。 

就協和方面來看，這其中有許多無可奈何的不得已—因為那個時代

既沒有太多醫學方面的中文出版物，也沒有太多與英文相對應的中文醫學

專業名詞。包括一些華人在內的教授擔心，如果採用中文教學，學生無法

接觸到最新的醫學成果，教育品質就難以得到保證。然而，當學生走向工

作崗位之後，面對的絕大多數病人是不懂英文之中國人，因而帶來了在醫

患之間難以溝通的問題。作為董事的胡適力推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應當逐

漸分層次地採用中文教學，先在護校的教學中改用中國文字，認為由此「可

以減低教學困難，可以提高程度，畢業後應用範圍也更大。」
34 

還有一個能夠説明協和的醫學精英教育與北平在地學術界較深參

與、合作，是 1931 年 10 月顧臨挺身而出，積極為北大爭取經費的事例。

1928 年的北伐之後，中國政治中心移至南京，很多北大學者離開，該校

經費嚴重短缺，教授最高薪酬不僅不及政府部門的一個科長，且還經常因

為欠薪而不能按月領取。至 1931 年 7 月，北平幾乎所有的國立大學都陷

入政府經費斷供，發不出教授薪酬的困境。 

雖説，北大經費危機與協和沒有直接關系，但此時協和的醫學精英教

育與北平在地大學已形成了一個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各校之間經常舉

行的體育競賽、交際聯誼及學術講座，頗多相互間的影響和互動，在教學

秩序和教育水準上有不少參與、分享與合作，一定程度上確也是榮辱與

                                                                          

33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4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

1241-1242。 
34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6 冊，頁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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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這也就可以理解 1931 年 10 月 21 日，從胡適處得知此消息的顧臨，

隨即致電國聯（League of Nations）對華技術合作事務的負責人，時任國

聯秘書處衛生股長拉西曼（Ludwik J. Rajchman）。此時拉西曼正幫助國民

政府籌建全國經濟委員會，與財政部長宋子文關係密切。顧臨在電報中説

北大已經三個月沒有領到政府的經費，請拉西曼與宋子文就此事進行交

涉。
35 

顧臨的電報語氣相當嚴厲，稱拉西曼應該敦促南京政府從政治方面考

慮事情的嚴重性。如果連北大這樣的學校都被輕視，勢必會讓政府失去教

育界的信任。顧臨強調：「把北京的國立教育機關從目前的悲慘處境中拯

救出來，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這比任何軍事開支還重要，甚至比救濟

漢口水災還更迫切。」
36
 此外，顧臨的強硬底氣也來自於拉西曼任職的國

聯與中華醫學基金會，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關係。畢竟，國聯是 1920

年由英、法為主導而成立的，主要成員是當時還沒有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瘡痍、經濟十分窘迫的歐洲諸國。 

由於國聯組織機構鬆散、經費匱乏，很多經濟技術合作的援助項目，

不得不仰賴此時全球最大的跨國慈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財政資

助。如 1925 年 2 月，該基金會為國聯在新加坡成立的遠東傳染病防疫

局（Anti-Epidemic Bureau of Far-Eastern），捐助為期五年工作經費的十二

萬五千美元；隨後又為中歐的衛生防疫，以及日內瓦國聯的圖書館和國際

衛生中心捐贈兩百多萬美元。拉西曼也一直希望就國聯的中國技術合作項

目，與資金看上去很充裕的中華醫學基金會及協和進行合作。兩天之後（10

月 23 日），顧臨收到拉西曼告知宋子文同意撥款的電報。翌日（24 日），

顧臨回電表示感謝，還説他已經與拉西曼派往北平考察的兩位國聯專家

見過面，此時正等待他們前來協和進行現場考察。顧臨期望關於這筆撥

款的「部長命令能夠早日執行。」
37 

幾天後，顧臨收到胡適的來函，得知國民政府下撥的這筆款項，僅是

                                                                          

35  “Greene to Dr. Rajcham, October 21, 1931”，「外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0702。 
36  同上註。 
37  “Greene to Dr. Rajcham, October 21, 1931”，「中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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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半個月的經費，再為了這筆本應正常撥付的款項，身為校長的蔣夢麟

還不得不專程前往南京遊説。
38
 11 月 2 日，顧臨致電拉西曼，尖刻地抨

擊政府撥給北大的這點錢，雖然可以説是聊勝於無，卻沒有實現政府決心

維持重要國立研究機關的運作，恢復大學和知識界的信心之理想。讓拉西

曼有點無法接受的，是顧臨針對其緊鑼密鼓想要在江、浙兩省創辦若干「實

驗區」的設想，説：「在這種情況下，對所建議的新機構，如同經濟委員

會的前途，不能不使人悲觀。」
39 
六天之後（11 月 7 日），顧臨又一次致

電拉西曼，再次批評政府未能給北大撥足經費而使之不悅。
40 

翌日，拉西曼回電顧臨，説已將其電報的意思轉告給宋子文，並願

意就此事説些他個人的意見。拉西曼勸誡顧臨不該一味苛責政府，應注

意當下世界性經濟危機，自夏初以來歐洲許多城市的公職人員就沒有領

到薪水，教育和科研機構也大幅消減經費，中國本來就很貧困，目前經

濟危機更造成了國庫奇絀。在這封語氣犀利的電報結尾，拉西曼説：「請

對一個頑強的樂觀主義者出自最友好願望的直率加以原諒。」
41 
正是由

於顧臨把與拉西曼的來往電函，一一抄送給了胡適，深知內情的胡適後

來追述道：「那時兩個朋友最熱心於北大的革新，一個是傅孟真，一個是

美國人顧臨。」
42 

四、協和避免政治干擾及胡適對精深專業研究的推崇 

良好的教育和學術研究，需要一個能夠超越現實政治的「寧靜」、「自

由」的環境作為支撐，顧臨之所以那麼堅決地請求拉西曼説動宋子文給北

大撥款，並強調政府需要以此「恢復大學和知識界的信心」，更直接地考

慮還在於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侵占東北，北平作為現代中

國最重要學生抗議運動中心已不穩定。在收到上述拉西曼勸誡電報的第三

                                                                          

38  “Greene to Hu Shi, November 2, 1931”，同上註。 
39  “Greene to Dr. Rajcham, November 2, 1931”，「外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0702。 
40  “Greene to Dr. Rajcham, November 7, 1931”，同上註。 
41  “Rajcham to Greene, November 8, 1931”，「外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0702。 
42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3 冊，頁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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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即 11 月 11 日，顧臨又致函在南京的蘭安生（John Black Grant），請

他遊説在南京的劉瑞恒，晉見宋美齡而非正式地談談關於給北大足額撥款

的問題。顧臨寫道：「毫無疑問，學生若是得到好的教育，教師不是抱一

種不滿情緒而教學，學生就會更守秩序。」
43 

如果將時間再往前追溯一點，吾人更可以理解顧臨的憂心忡忡有自來

也。9 月 21 日北平全市學生佩紗因九一八事變而誌哀，形勢驟然緊張而

一觸即發。北平市府急忙召集各大學校校長及軍警座談會，議決由北大校

長蔣夢麟出面勸説學生不獨不停課，「且對於主要科目，由教員勸導學生，

切實用功，以求教育救國之意」。
44
 儘管如此，七天之後（9 月 29 日）的

北平，仍然舉行了主要由學生參與的大規模抗議游行，據説人數超過二

十萬。協和學生與另外幾所在北平的學校，屬南路游行隊伍，由天安門

出發，「經前門南行至珠市口，折西經驛馬大街至宣武門」。
45 

激進人士還討論成立統籌此類抗議遊行運動的全市教育文化界聯盟 

（League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發函邀請協和教授們參加。9 月 29

日，協和教授會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該如何應對。此時教授會中華

人已占多數，表決時除一位華人教授投反對票之外，其餘都是贊成予以回

絕而不加入這類政治性團體。決議稿由留學美國、病理學教授，後擔任教

務長的林宗楊主筆，還有留學美國，病理學教授胡正祥的副署。
46 

接著顧臨就此事徵求胡適的意見，説教授會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議，

是認為協和乃科學及人文教育機構，理應保持大學專心治學的傳統而避免

過多捲入現實政治事務。協和不應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重蹈德

國教授發表擁護戰爭宣言，從而導致令人遺憾結果之覆轍。胡適當即表示

理解協和教授會的這一決議。過了一會他打電話給顧臨，説剛與蔣夢麟博

43  “Greene to Grant, November 11, 1931”，「公文檔案」（北京：北京協和醫學院檔案室

藏），數字索卷號 0809。

44 〈全市教育界奮起救國義憤填膺莫不痛哭流涕，切實用功以示教育救國，全市學生佩

紗誌哀〉，《京報》1931.9.22，第 3260 號，第 6 版。 
45 〈北平市民抗議大會〉，《益世報》1931.9.29，第 5525 號，第 2 版。 
46  “Memorandum, interviews: Dr. Hu Shih, Anti-Jap. League”，「中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

卷號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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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討論了此事。他們的意見是在這個聯盟沒有進一步行動之前，協和最好

不要做出任何官方回應；如果做出回應，在當時群情激昂的環境中，就很

容易會被過度解讀而引發政治紛爭。
47 

實際上，這也是胡適在此後很長時間裡對抗日運動的基本態度。直到

1937 年的「七七事變」之前，胡適不主張「主動」對日作戰。作為一位

自詡服膺科學、理性之人，胡適認為此時落後、貧窮的中國「沒有能力抵

抗」，希望更多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日之間的衝突，以獲得能夠爭取更多

勝利的「準備時間」。顧臨與胡適在這一點上同聲氣求，即除希望在協和

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儘量不耽誤課程和專業研究之外；他同樣認為此時

的中國無法與日本抗衡，需要更多時間建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如果需要進一步佐證，吾人或可將目光延申至 1936 年 11 月 23 日，

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

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移送位於蘇州的江蘇省高等法

院羈押而準備進行司法審判。消息傳出之後，國內外輿論一片譁然，愛因

斯坦聯合羅素、杜威等英美知識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名呼籲對這七人無罪釋

放。組織者也曾質詢顧臨是否願意連署簽名而遭到了其拒絕。鑒於其時美

日兩國關係日趨緊張，曾在日本、中國東北擔任外交官的顧臨，認為當務

之急是美國應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盡可能避免戰爭爆發。
48 

此外，協和自創辦以來，醫學精英教育「豪華的環境和便利的設

施（such luxurious environment and such abundant facilities）」，
49
 就不斷遭

到來自各方的激烈批評。1932 年，作為國聯代表，任職於南京國民政府

衛生署的衛生專家司丹巴（Andrija Stampar）致函顧臨，批評其時協和

在校總共只有 95 名學生，平均每班 15 人。在他看來，如果其中有些人因

成績不及格而被淘汰，那麼協和每年最多只能為這個缺醫少藥的國家提供

47  同上註。

48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 199 
49  “PUMC Baccalaureate address by Mr. Y. C. James Yen, Last Sunday morning at the 

Bacalaureate Service in the PUMC Auditorium”，“The Peiping Chronicle, June 7, 1933”， 

   「公文檔案」，數位索卷號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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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醫生。鑒於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中華醫學會為協和的建築投入了九百

多萬美元，每年運行經費超過十五萬美元，致使協和的「每張畢業文憑要

花費 118,000 美元。」
50 
實際上，除了這些來自中華醫學基金會、洛克菲

勒基金會內部，以及協和董事會若干華人董事們（如劉瑞恆、翁文灝，顏

福慶等）的不同意見；協和還要承受南京國民政府專門部會的巡視、約談

和訓令，以及平津華文地方小報就協和的抽血、解剖等諸項醫事活動，誇

大其詞的負面批評。
51 

作為本土人士的胡適則在多種場合為協和辯護，極力維護其醫學精英

教育的聲譽，並認為這應是中國科學未來發展的方向。1929 年 12 月 15

日，胡適與當時幾位反對中醫，倡揚西醫的風雲人物—陳方之、余雲岫

等人同飯。談及在華西醫時，胡適認為今日上海、北京的德、法兩國醫生

以人命為兒戲，多不記載病歷，要求病人複診時帶著最初開的藥方，稱「美

國新式醫生最可靠，因為他們對於每一病人皆有詳細記載，留作歷史參

考，即此一端，便可效法。」
52
 這裡指的就是至今還被奉為協和醫學精英

教育的「三件寶」之一的病歷書寫。再至 1934 年 5 月 11 日，胡適談及

在華外人的教育機構，凡能集中精力專辦一件事，必有好成績，其勢力自

然放射出來，且不可壓抑。他的舉證是：「成都的牙科與北平的協和醫校，

是其二例。」
53 

協和的治療也有出疵漏的時候。1932 年年初，胡適因肚子痛而住進

了協和，做了盲腸手術。拆線之後，傷口久不癒合，每天要抽膿，不知原

因何在。一位很有經驗的護士，用熱手巾繼續不斷地在創口上熨燙，方才

一天天好起來。最後發現創口有紗布留下的一條細紗，取出之後，不幾天

傷口就收口了。時隔 30 年之後，胡適與時任秘書的胡頌平談及此事，説

在協和住了 45 天，外面已經有人在罵協和了，然手術主刀的是位工作認

                                                                          

50  “A. Stampar to R.S. Greene, Nanking, March 23, 1932,” China Medical Board, Inc, 
Historical Record, RG. IV2B, Box 35, Folder 249. 

51   Selskar M. Gunn, “China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anuary 23, 1934, Shanghai. 
5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5 冊，頁 575。 
53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6 冊，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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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美國教授。胡適的傷口沒有癒合，醫院院長天天來探望。胡適叮囑他

不要讓主刀的美國教授知道此事，追述説：「我怎麼可以讓外人知道久不

收口的原因，我關照他們切莫宣布。」
54 

1936 年 3 月，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在衡陽搶救無效辭世；胡適認為主

要是由於鐵路局醫生、教會醫生沒有這方面的訓練所致，如果要送到協和

可能就不至於此。胡適就此寫道：「不但要注意設備的最新最完善，特別

要注意醫學校的教育和訓練，要更嚴格的訓練醫學生，更加深他們的科學

態度與習慣，要加強他們的責任心與一絲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學精

神。—僅僅信仰西醫是不夠的！」
55 

實際上，幾年前的 1931 年 6 月 10 日，胡適在應邀為協和畢業典禮

所做的講演中就已有類似的強調。這篇英文講演的題目是「醫生、傳教士

和科學家」（the Doctor, the Missionary and the Scientist），宗旨是指出僅僅

滿足於當一位好大夫是不夠的，協和畢業生應像傳教士那樣，不只是在屋

頂上宣揚教義，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那些缺醫少藥的土地和

人民。就此，胡適還列舉有些留學美國之人，在美國大學曾做出過驕人的

成績，回國之後卻令人痛心地放棄了。在胡適看來，原因在於他們僅滿足

於教書和當個小官員，將實驗室的技藝替換成只能帶來片刻歡愉的麻將

牌。所以，胡適呼籲協和畢業生，如果將來行醫，應當勇於前往那些天花、

瘧疾肆虐，庸醫盛行，及對現代防疫愚昧無知的內陸地區；如果投身研究，

應對科學持有傳教士般的專注和虔誠。
56 

重要的是，胡適與顧臨都期望通過醫學將科學精神啟蒙中國民眾，並

植入中國社會。1932 年 12 月 7 日，顧臨致函胡適，説把曾擔任過萊比錫

大學醫學史教授，此時在霍普金斯大學任教的西格裡斯博士（Henry S. 

Sigerist）的 Man and Medicin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Knowledge（《人

                                                                          

5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3 冊，頁 1020-1021。 
55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收入鄭大華整理，《胡適全集》第 19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3），頁 559。 
56  “The Doctor, the Missionary and the Scientist, June 10, 1931”，「中國人人事檔案」，數

位索卷號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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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學—醫學知識導引》）一書寄給了他。顧臨寫道：自己讀過此書之

後，覺得很好，遂介紹給協和的一些華人教授和外國教授。他們讀過之後，

認為應當譯成中文，以讓更多中國人閱讀。 

顧臨請胡適看看此書，如果同意他的意見，幫忙找一位譯者，專業術

語可以請協和教授幫忙。
57
 後來，胡適為此書中譯本撰寫了序言，説不僅

學醫之人，且「不學醫的『凡人』」也應讀此書。胡適認為這部書的好處

全在於歷史敘述法，國人可以瞭解新醫學的病理學，診斷方法，治療方法，

預防方法的來龍去脈。在胡適看來：除了可以學得如何做病人之外，國人

還可以瞭解到醫學的「每一種新發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

必定是那個文化背景的產兒；埋頭做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或者靜坐講

理學的知識階級，決不會產生出一個佛薩利司（Vesalius），更不會產生一個

哈威（Harvey），更不會產生一個巴斯脫（Pasteur）或一個郭霍（Koch）。」
58 

與顧臨交往過的人，對之雖很尊重，卻鮮有人喜歡他。因為他的接人

待物古板、直率而缺乏圓通。1933 至 1934 年，顧臨因想壓縮基督教教義

課程，以及反對削減協和預算，與洛克菲勒家族關係緊張到了無法相互忍

受的地步。1934 年 6 月，顧臨不得不在中華醫學基金會高層示意下提出

辭呈。這份辭呈被接受之後，協和的中美教授召開了會議，每位成員簽名

要求校董事會予以挽留。幾天後，協和董事會也召開會議，一致決議致電

紐約的中華醫學基金會而明確表明不贊成態度。 

這封以董事會主席周詒春發出的電報，稱中國知識界和政界都認為

顧臨的管理很成功，所有重大事情徵求了校董事會執行委員會的意見，

強調「我們認為他的離開對協和來説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59
 顧臨自然

也不願意離開傾注全部心血的協和，想方設法做了些疏通工作。他多年的

老朋友，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施肇基也以個人名義，前往紐約進行遊説。

施肇基對中華醫學基金會高層説顧臨是美國利益和信心在華北的重要象

                                                                          

57  “Greene to Hu Shi, Dec. 7, 1932”，「中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1352。 
58  胡適，〈「人與醫學」的中譯本序〉，收入鄭大華整理，《胡適全集》第 20 冊，頁 595。 
59  “Tsur to Vincent, October 25, 1934,” Rockefeller Family Archives (Sleepy Hollow, NY: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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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其離職將讓人們對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領導層產生更多猜疑和不滿。然

而，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洛克菲勒二世決心已定，不為所動。
60
 1935 年 6

月 29 日，顧臨最後一次參加了協和董事會，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會散後，

我們去和他告別，很覺難過。」
61 

再可以表明胡適不滿來自於紐約的權力干預，或還可將敘述延伸至

1947 年 3 月，胡適當選了協和董事會主席，協和有了首位華人校長李宗

恩（1894-1962），其致電在紐約的中華醫學基金會主席派克（Phile W.  

Parker），提出了兩個隔洋相望的機構如何更好相處的問題。由於這是一封

請求更多撥款的電報，胡適的語氣頗為委婉、客氣和禮貌，然他期望改變

以往的垂直從屬關係，建立一種雙方能夠更多分享、互信，以及互相尊重

的平行夥伴（partnership）機制。胡適明確表示協和董事會願意進一步加

強與中華醫學基金會的友好關係，指出由於這兩個董事會在地理上處在世

界兩端，對當下面臨的許多問題肯定有不同立場。胡適希望帶著善意和理

解，推進雙方的「攜手合作」（together we can work）。
62 

四、結 語 

逮至顧臨離職，以及隨後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胡適離開北平而前

往美國之時，協和在規模、影響和國際聲望方面，已處於自已歷史上第一

個黃金鼎盛期。這一來至歐美的醫學精英教育之「在地化」與「本土化」

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一個頗能説明問題的統計數據，是 1920 年在協和

華人及西人教職員之比例，分別是 6：22、正教授是 0：8、副教授是 0：

3；1936 年的同樣數字之比例則是 102：22、5：8 和 10：3。63
 如果再延

伸開來，除了此時在協和擔當教職的主體，已是其培養出來的華人之外；

且還在南京國民政府衛生署，以及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頂尖醫療和醫

60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 196.

6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6 冊，頁 513。 
62  “Chairmen to Mr. Phile W. Parker, March 1947”，「中國人人事檔案」，數位索卷號 1352。 
63 （美）瑪麗．布朗．布洛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協和模式》，頁 91。 



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286  

學教育機構，形成了人才濟濟、群英薈萃的「協和系」。
64 

就此而言，吾人或不該「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地將「在地化」、 

「本土化」視為若干固定、僵硬的刻板印象，而應將之定義為一個無限開

放、無限容納，自然也是一種頗為多元和多面的歷史實踐。顧臨與胡適都

不是職業醫生，自然不能指望其在具體醫學知識「在地化」、「本土化」有

所貢獻；而是應當看到顧臨作為協和主管，胡適作為那個時代中國的學術

領袖，兩人對協和醫學精英教育的「在地化」與「本土化」的推動，更

多來自對現代精深科學研究的那份堅持和期望。概言之，兩人力求保持協

和在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的精致、優質和完美，並使之盡可能對接當時正

在萌芽的現代中國精深研究，以最大限度發揮示範、輻射和帶動作用。
65 

這可正是百年來中國學術念茲在茲的矢志以求。早在 1909 年 2 月，洛

克菲勒家族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代表團抵達北京，那時中國尚無現代精深研

究之蹤影，他們會見最重要教育官員張之洞，聽到是其對在華美國教席學

術水準不高，都只是二流、三流學者的抱怨。幾乎同時代表團還會見了學

部右侍郎嚴修，聽到的也是其對美國在華教會學校很少開設數理課程，也

不太講授科學知識的批評。
66 

至胡適那個年代，隨著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國現代精深研究

已經起步，故他在 1931 年 9 月 14 日的日記中寫道：陳援庵先生問「『漢

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我們相對歎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

以在北京了！」
67
 而且，胡適最親密同仁傅斯年提出「我們要科學的東方

學的正統在中國」，也受到其高度認可和贊同。還有在當年的 3 月 14 日，

胡適應邀前往顧臨家午餐。飯後胡適談及一個其動議由中華文化教會基金

                                                                          

64  暗然，〈祝協和醫院開幕〉，《大公報》1948.5.6，第 4 版。 
65  1947 年 3 月 27 日，顧臨在美國 West Palm Beach, FL 的住所辭世，任鴻雋的悼念文

章寫道：顧臨使「協和成為遠東最高的醫學研究中心，和現代世界的學術並駕齊驅」。

任鴻雋，〈追念顧臨先生〉，《觀察》2.14(1947.5): 12。 
66 （美）瑪麗．布朗．布洛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協和模式》，頁 34；（美）約翰．齊默

樂曼．鮑爾斯，《中國宮殿裡的西方醫學》，頁 30。 
67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6 冊，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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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撥鉅款資助，以提升北大科學研究的計劃而讓顧臨「很滿意」。
68
 那時

北大的自然科學的教學和研究，都乏善可陳。1933 年秋冬之際，洛克菲

勒基金會實地考察了上海、天津、北平、廣州、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一

些重要的教會、國立和私立大學的理科各系，考察報告稱該校化學系的實

驗室設施「很差」（is poor），物理系「沒有開展任何研究工作」（no research 

work is being undertaken）。
69 
胡適的這項動議內容包括設立專職研究教

授、擴充圖書、儀器及相關設備、提供專項助學金和獎學金，且範圍涵蓋

物理、化學、生物等所有基礎文理學科，目的在於盡快促成北大由教學型

大學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轉捩。由此説來，不論「在地化」，抑或「本土

化」，最高境界不就是要用行動證明當地社會或文化並非麻木遲鈍、冥頑

不靈；而是能夠站起來、追上去，成為與外來優質文化或學術機構攜手並

進的同行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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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Roger S. 
Greene, Hu Shi and the Elite Medical Education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21-1937) 

Hu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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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theoretical current of so-called “glocalization.” One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glocalization—or even localization or indigenization—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was the sponsoring and directing of the Chinese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hrough studying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s 

between Roger S. Greene (1881-1947) and Hu Shi 胡適 (1891-1962),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elite education provided by PUMC, as a top 

medical institution and a recipi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ideas, management models, as well as a portion of its faculty 

memb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as eventually localized and became 

indigenous by 1937.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over the 20th century,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Greene and Hu on the issue of 

elite medical education was a remarkable model and promoter of advanc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which is precisely what both past and present 

academics of China have been desiring. 

Keywords: localization, indigenization, Roger S. Greene, Hu Shi 胡適,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北京協和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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